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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体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张 均

摘 要:报刊体制介入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发生、发展的方式，目前学界尚无有力研究。而事实上，它在三个大略
递进的层面上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先是报刊社会主义所有制将新 /旧文学、左 /右文学之间相互冲突、相
互妥协的格局逆转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一统文坛的失衡状态，然而报刊“代理人困境”的存在又使当代文学“一体化”的
内部充斥着不同话语成分和文学利益的竞争，但派系主义报刊运作规则对意识形态模式的“喜好”最终使这些内部竞争
消失于无形。当代文学由此呈现为逐渐板结、衰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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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way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intervenes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49-
1976) requires convincing research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In fact，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ffects the existen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three progressive aspects． Initially，the socialist ownership of the press turns the old-new and left-
right dichotomies into the imbalanced state dominated by“the literature for the new people．”Then，the agency dilemma of the
press leads t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literary discourses and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inally，the operation principles of the sectionalist press system favor the mode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nullify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s． These effects eventually accumulate and lead to the gradual fossilization and declin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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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六年来，因“新文学”报刊研究流波所
及，一直被认为“文学”质素不高的当代文学报刊
(1949—1976)也渐受关注，如《人民文学》、《文艺
报》、《诗刊》等“国家级”刊物。这是可喜的拓展。
不过，这些个案研究一则亟待扩大“覆盖面”，二
则受到启蒙主义研究模式“很大的妨碍”(赵园等
8)，总是热心并满足于讲述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党
与“文学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故事。后一种局限
性，使当前当代报刊研究难以原生态地呈现“新

的人民的文艺”与各种“异质成分”相互竞逐、“谈
判”并最终一统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多层次史
实。事实上，报刊之于当代文学，不仅是不同文学
成分、话语力量相互竞争的被动场所，而且报刊自
身的运作体制亦强烈地介入了这种“竞争”，对文
艺界利益格局的重组、文学“潮流”的转移、叙事
“成规”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那么，有哪些报刊
体制深深介入了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发展呢? 至少

有三:(1) 社会主义所有制;(2) 代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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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系主义运作方法。这三层体制都与新中国
单位制度紧密相关。

一、报刊所有制变迁与文学力量的重组

报刊体制之于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

其为社会主义所有的“单位”属性。对此，中国共
产党在接手政权之前有清晰考虑。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
的阶级，党派与社会集团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

具，不是生产事业”(中央档案馆 413)，明确将刊
物列为必须予以控管的意识形态机构。1949 年，
全国通过军管会重新登记并获得营业资格的报刊

共计 200 余种，但其中绝大多数是科技类刊物，与
意识形态有关的私营新闻报纸和文艺杂志十去其

九，仅有 10 余种。随后一大批由中央和各地方文
协创办的文艺刊物纷纷出现，1949—1976 年间总
计达 160 余种，随社会主义报纸而附设的文艺副
刊数量更达千种左右。无疑，对社会主义所有制
报刊领导地位的有计划确立，彻底逆转了各种类

型文艺刊物之间的力量格局，也使中国现代文学

面临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所谓“变局”，系相对于
1940 年代末期文艺格局而言。当时，文艺界呈现
为新、旧文学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而“新文学”内
部左翼、右翼又分治并存、互补相持的基本格局。
在此过程中，鸳蝴派逐渐吸纳了“新文学”的因
素，而“新文学”也慢慢承认了“旧文学”于世相摹
写、人心刻画方面的高度成就。“新文学”中的
左、右两翼则一直论战不断。其中右翼文学以讲
述人性的保守主义故事而获得官方或明或暗的支

持，左翼文学屡遭查缉但以其正义诉求而赢得更

广泛的读者认同。不过，双方在某种意义上又互
为“镜子”，对左翼避免过度的“集团主义”，对右
翼避免过度脱离现实疾苦，毌宁都极有裨益。这
种相互竞争又相互承认、吸纳的文坛大局，对文学
内部多样性、异质性的生成，对其在自我否定的张
力中获取提升资源的发展模式，无疑具有决定性

意义。然而，这种新 /旧、左 /右相对均势、彼此制
衡的大格局，被新体制彻底逆转。这表现在，经过
1949 年重新“洗牌”，原本偏居一隅、为左翼之一
脉的延安文学有如从空而降，突然变成了文艺界

意气风发的主宰者———机关刊物济济一堂，个个
庄严堂皇，而经审查获准营业的 10 余种同人刊物

不免势单形只，被挤到文坛边缘。截至 1951 年
底，全国共有文学杂志约 109 种，其中机关刊物约
90 种，私营同人刊物 19 种。后者之中，左翼传统
9 种，右翼 1 种(即复刊后的《观察》)，鸳鸯蝴蝶
派 3 种。公私报刊力量之悬殊，十分明显。至
1952 年底，19 种私营同人刊物悉数停刊(仅《观
察》被改组为《新观察》)。当然，并非 1949—1952
年间所有私营报刊的停刊都是新体制直接导致

的，譬如解放前夕不少上海小报即已由于经营困

难而主动停刊，解放后重新登记发行的部分私营

报刊(如复刊以后的《观察》)也面临销量低迷、难
以为继的窘况。与之类似，1951 年前后许多私营
书局也出现了“陷于困境”，“纷纷要求贷款或国
家投资实行公私合营”(胡序介 69)。但显然，读
者不愿购买私营报刊与它们难以获得体制声誉有

直接关系(见后文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
的退出，减少了新体制挤压“残余”私营报刊的阻
力。实际上，在机关刊物君临以后，当年延安以外
的文学，无论新 /旧、左 /右实际上一并沦为了被逐
渐剔出文坛的“旧文学”。而所谓“当代文学”，就
发生在这破“旧”立“新”的过程之中。
这种“被剔出”的遭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必然。就机关刊物而言，它们由国家投资，由“可
靠的共产党人”负责，被安排为“新的人民的文
艺”的阵地，被要求以《讲话》为唯一方向。可以
说，在新环境下“复制”、发展延安文学是机关刊
物的主旨。它们对“老解放区文艺”以外的文学
缺乏兴趣甚至排斥可想而知。比如一度引领读者
的鸳蝴文人，就完全丧失了在机关刊物露脸的机

会。丁玲对这类文人“没有出路”、“不能生存下
去”(“在前进的道路上”27)的警告，一天天地变
成了现实。至于“新文学”中的右翼自由主义作
家，因多系和前政权有所瓜葛的“体制内作家”，
甚至曾经“勘乱”延安文学(如朱光潜等)，同样难
以登上机关刊物的版面。这两类作家在刊物重新
“洗牌”后，基本丧失发表阵地，逐渐被“遗忘”。
相对而言，左翼情形似乎乐观得多，毕竟左翼文人

多系革命“同路人”(甚至地下党员)。不过即便
如此，机关刊物也未必真正看重。郭沫若、茅盾等
作为“典范人物”被公开优待并不等于对“鲁迅方
向”念念难舍的“胡风派”不被排斥。更重要的
是，无论是否“同路”，左翼文人都被要求告别“旧
轨”，以汇入“新的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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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机关刊物上被区分、排斥并不意味着
延安以外的其他新 /旧、左 /右文学传统在建国初
年新的刊物格局中完全丧失地盘。毕竟，由于政
权声誉的考量和“统一战线”的事实因缘，新中国
并未公开宣布同人刊物非法，亦未完全如列宁所

言“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刊”(“关
于”267)。事实上，经过各城市军管会重新登记，
仍有少量私营同人刊物得以复刊或创刊，而《大
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三家私营报纸的文艺
副刊即因为中共中央团结中间派和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的政策而继续存在。在这些报刊中，与“新
的人民的文艺”多有差异的“异质”文学传统依旧
在运作，甚至与“延安化”格格不入。其中有与自
由主义渊源甚深的《观察》杂志，有夏衍为安置上
海鸳蝴作家而专门批准创办的《大报》和《亦报》，
亦有走“鸳蝴路线”的《青春电影》，而承续左翼传
统的刊物甚至略有规模，如《文艺生活》(广州，司
马文森主编)、《小说》(上海，靳以主编)、《文艺
复兴》(上海，郑振铎主编)、《大众诗歌》(北京，
沙鸥主编)、《人民诗歌》(上海，吴越、劳辛主编)、
《文艺劳动》(北京，严辰、苏金伞等编)、《起点》
(上海，梅志主编)，等等。此外，《文汇报》“笔
会”副刊，《大公报》“文艺周刊”、《新民报》“萌
芽”副刊、《新民晚报》“文艺批评”副刊，与新 /旧、
左 /右关系其实都很密切。这 10 余种非社会主义
所有制刊物其实走着两条路子:一是放弃旧的风

格与文学诉求，自我调整，努力将自己归化到“新
的人民的文艺”之中，如《大众诗歌》、《文艺生
活》、《观察》等;一是力图坚持延续旧传统，如《大
报》、《亦报》、《小说》、《起点》等刊物及几家私营
报纸文学副刊。前者勉为其难，基本未见成效。
如《大众诗歌》趋附大众化、政治化，《观察》“无法
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

主的杂志”(储望华 10)。后一类刊物则扎实有
力，甚至颇见成绩。如《小说》月刊不但刊出了
《饥荒》(老舍)、《开不败的花朵》(马加)等优秀
小说，且以沉稳方式承续了“新文学”作风，譬如
在编辑中对生活形象化、故事现实性、细节可靠性
等“文学”质素的强调，相反，对与“毛主席的文艺
方向”有关的本质、规律等概念则很少提及。《大
报》、《亦报》亦因刊载丰子恺、周作人、张爱玲作
品而颇受欢迎。这些作品在 1949—1951 年间实
际上构成了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有效竞争。

《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甚至有意识地展
开“竞争”。譬如《文汇报》刊文批评主流的延安
化批评“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不该有的
‘偏向’”，“暴露出其本质的———空虚和脆弱”
(罗石 7)。《大公报》、《新民报》也参与“纠正”。
如《大公报》1951 年 4 月 7 日主动抛出一篇署名
“沙土”的粗暴批评，然后又接连刊发两篇文章，
一是康捷的《〈评《关连长》〉读后》，一是陈允毫
等集体署名的《写批评要慎重》，对沙土的概念化
批评大加讽刺。而《大公报》在“编者按语”中也
直言不讳地批评沙土“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
误”。与此相呼应，《新民报》晚刊也于 4 月 18 日
刊出钟子芝文章，尖锐斥责沙土“没有欣赏艺术
的修养”。“没有欣赏艺术的修养”反映了前国统
区文人对延安式批评的普遍观感。这无疑是当时
迅速扩张中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所遭遇的不太
“和谐”的声音。于此可见，建国初年的“当代文
学”毌宁是芜杂的，既充满着建构的大气，又充斥
着摩擦、挑战与不“驯服”。
然而，这种充满张力的相互竞争状态在新体

制中未能持久。建国初年，实现“耕者有其田”和
国家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获得巨大声誉，各机关刊

物也由于分享这种意识形态资源而赢得巨大影响

力。当时刊物主编们对于刊物订数恐怕会有做梦
般的不真实感———随便一份刊物都会销到 10 万、
20 万甚至 30 万份。而私营同人刊物的声誉却迅
速“耗损”。如在 40 年代曾一度达到 10 万份销
量的《观察》杂志，复刊后仅有三千订户。对此，
王鹏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读者
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
“‘民营’报纸，不被读者重视”(60)。而且同人
刊物与机关刊物在意识形态权威指数上的巨大落

差，又转化为两类刊物在批评上的不平衡关系。
当年新、旧文学相安无事，左、右两翼相互指责，但
建国以后，这种格局就演变为机关刊物对同人刊

物单向度的批评和责问。如《文艺报》先后批评
过《小说》、《大众诗歌》、《文艺生活》、《新民报》、
《大公报》和《文汇报》，而糟糕的是，普通读者又
“把它看成判决书，人挨了批评就没有前途，书挨
了批评就停止发售”(杨文斌 9)。这些因素导致
同人刊物先后主动或被动地停刊。
可以说，中共中央对报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设计与实践，从根本上重构了文坛生态，使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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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多重声音”逐渐向当代文学相对单一的格
局转化。尤其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无形资产”的
重组，更使延安文艺在数量上、声望上进而在作
者、读者、评论上全面压倒同人刊物，并为之划上
句号。新旧并存、左右相持的现代文学就此终结，
而“新的人民的文艺”也由此“一统天下”并事实
上进入繁盛状态。不过，因为“新的人民”(农民、
工人)的凸显，乡村通俗文艺(曲艺)等亦得以跻

身“文学”行列，使当代文学的内在构成发生
变化。

二、代理人困境与文学的有限竞争状态

截至 1952 年初，“异质”文学阵地基本消失，
机关刊物可说已垄断所有文学资源，旧作家要么

被收编，要么放弃写作。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左
翼、右翼、鸳蝴等“旧传统”彻底绝灭了呢? 其实
不然。这要涉及当代报刊体制的另一重常为人
“遗忘”的因素———代理人制度。这是新体制的
难言之隐。今日研究者常以“党的文学”指代当
时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但究其实，“党的文学”
不过是抽象概念，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具体面对
的，仍然是一份份具体的刊物。虽然“文学应该
成为党的文学”并由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
工作(列宁，“党的组织”25)，但这些人真的可靠
么，或者说，现实中真有列宁所期望的“齿轮”或
“螺丝钉”一类人物么? 据笔者接触的材料，当年
报刊负责人中除《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限 1956
年前)、《诗刊》主编臧克家外，其他人(如艾青、丁
玲、冯雪峰、刘雪苇、秦兆阳、张光年、靳以、石天
河、戈扬、王若望等)都绝非“螺丝钉”所能概括。
他们经历既异，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又参差不同，

对《讲话》的认识亦不尽一致。他们实是党在刊
物中的“代理人”。这意味着，尽管各机关刊物对
“新的人民的文艺”均表认同，承认体制“约定”的
边界，但各负责人完全有条件将对《讲话》的不同
理解甚至与《讲话》相去甚远的种种文学观念和
文学利益带进刊物。因此，“一体化”的当代文学
在共同的“新的人民的文艺”面目下必然呈现出
诸多纷异甚至冲突的“风景”:一方面，“新的人民
的文艺”在竭力排斥、驱逐或“整编”各种“异质成
分”，另一方面，这些“异质成分”又在其内部复
活、再生乃至卷土重来。此种“旧传统”的因代理

而致再生 /寄生并造成体制内部有限竞争的状态，
在 1952 年后的文学报刊中计有四种表现。
其一，自由主义“成分”被小面积地“代理”进

国营文学报刊。1952 年后，出于统战考虑，中共
中央仍将几家报纸交由“旧知识分子”主编，如
《文汇报》短暂停刊后由徐铸成再度复刊，而《光
明日报》作为民盟机关报，虽系国营但也主要由
“旧知识分子”掌握。相对而言，《新观察》主编戈
扬本是党员，但她过去与自由主义知识界交往颇

频，所以前自由主义者(如费孝通)实对《新观察》
的“编辑哲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便利条件
为自由主义被“代理”进这些报刊提供了可能。
在 1953—1957 年间，《新观察》对新政权在政治
制度、经济政策方面的尖锐质疑(如刊发《江村经
济》、《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等文章)是自由主
义最激烈的挑战。文学方面，知识分子本位诉求
也有明显表现。譬如《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
刊争取“劳动知识分子”的重新命名，《文汇报》
“笔会”副刊对《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创作
“成规”屡示不满:“有些作家已经不是从丰富的
生活内容出发，观察、研究、创造出鲜明的形象来，
而是从抽象化了的政策条文出发，把它变成一种

框框，用来观察表现生活”(“反对曲解”2)。《新
观察》还以“双簧”形式论证杂文的合法性。这些
报刊的根基是有着“盛世遗民”(徐铸成语)之慨
的前自由主义群体。其二，是左翼文学传统被大
面积“代理”进党的报刊。本来，作为“新的人民
的文艺”样板的“老解放区文艺”即从左翼文艺分
蘖而来。这使左翼文艺不同于“新的人民的文
艺”的重要特质———强调“揭出病苦”，反对思想
改造，并不真正热心“普及”———进入党的报刊几
乎“顺理成章”。冯雪峰在《文艺报》组织“新英雄
人物讨论”，批评当时流行的“英雄人物”多是“无
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提倡写新人新事，却又拼
命反对写矛盾和斗争”，“是在真理面前犯了罪”
(李晴 31)。刘雪苇在《文艺月报》不允许将“工
农兵”列为读者对象，“指斥一定要把工人放在学
生教师以前的主张为‘形式主义’”，当时即有编
辑为此深感忧虑(《文艺月报》编辑部 175)。而
年轻一些的秦兆阳、黄秋耘以及《星星》编辑部、
“探求者”同人群体“不管是通过苏联的渠道，还
是通过自己先辈的著作”，“还是继承了‘五四’时
代的传统”(费正清等 270)。不过与费孝通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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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者不同，这些代理人又多系“革命之子”，
对新政权高度认同，只是在文学领域希望于《讲
话》之外寻求更多文学资源，以使“新的人民的文
艺”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达成更佳平衡。因
此，1953 年后(尤其“鸣放”期间)，《人民文学》、
《文艺报》、《文艺学习》、《北京文艺》、《星星》、
《蜜蜂》、《东海》、《文艺月报》等刊物纷纷提倡
“干预”，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与有效性，酿成浩大“革新”潮流。如《人民文学》
刊文批评本质化叙事想象:“例如，既然他是贫农
(或是党员等等)，那末，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一

定很积极;既然他是先进生产者，那么他一天到晚

除了机器以外一定什么也不注意”(樊骏 4)。
《星星》则“故意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工农兵
方向，而代之以‘现实主义’和‘人民’字样”(流
沙河 367)。这种种调校，实是“代理人”(主编)
重新引入左翼资源、力图激活逐渐板结的“新的
人民的文艺”的集体努力。其三，鸳蝴文学“成
分”被小范围“代理”进国营报刊。1952 年后，言
情、武侠等鸳蝴主要文学类型已彻底丧失阵地，但
旧式趣味浓厚的徐铸成仍把“笔会”副刊变成了
鸳蝴“旧文人”的主要聚集之地，如陈慎言在该刊
上开辟“北京俗话”专栏，范烟桥开辟“苏州的桥”
专栏。这些“趣味”笔墨既有地方“风物”，更多文
人“不问人世纷纭”、“谈诗悟禅”的旧式情怀。其
四，古典文学“成分”被“代理”进党的报刊。如
“笔会”副刊、“东风”副刊(《光明日报》)大量编
发旧体诗词、小品、笔记等“文人文章”，其间情怀
往往不是“新的人民的文艺”所强调的未来感和
乐观主义。如施蛰存吊鲁迅诗:“感旧不胜情。
触物有余悼。朝阳在林薄。千秋励寒操”，以物
寄情，深有“物伤其类”之痛。又如刘大杰《北望》
诗曰:“休言文章事，能追骥尾乎?”表达的是对自
己被新政权“遗落”的不平与落寞，有着“旧知识
分子”难以名状的心境。《光明日报》“文艺周刊”
甚至批评新诗“基本上是从外国诗(特别是英国
诗)借来音律形式的”，“在我们人民中间就没有
‘根’”(朱光潜 3)，并提倡“建立新格律”，为“旧
诗”争夺文学史地位与现实资源。
以上四种旧传统或“异质成分”，实皆“代理”

的产物，它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并与之形
成了竞争、依附和寄生的关系。不过，这还不是
“代理人问题”的全部表现。其实，“新的人民的

文艺”怎样从“老解放区文艺”脱胎而出、铸炼出
新的文学“正统”，或许更为重要。在此，学界存
在长期误解，即将“解放区文艺”混同于“延安文
艺”。其实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并非只有延安，
全国共有较大根据地 20 余个。由于战争分割，除
了延安进行过严格的整风运动外，其他根据地就

主要是传达和学习。所以延安之外的革命文人对
《讲话》的认同程度，对延安文人的“服气”程度，
实在都成问题。在此情形下，非延安出身的作家
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设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就几乎是必然的。他们无疑会把一些相对于延安
的“外省经验”“代理”进刊物。这也有三种情形。
其一，华东版“新的人民的文艺”。出身新四军 /
华东野战军的文人们未经严格整风、“抢救”，对
《讲话》口服而未必心以为然，建国后也缺乏唯周
扬等马首是瞻的“意识”，所以他们主编的刊物多
有“我行我素”之风。如“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决
定通过办刊物“自找出路”(王淑明 3)的王淑明
在《光明日报》上办起“文学评论”双周刊，屡屡
“重磅”批评丁玲、赵树理，一时令人侧目。而由
华东文人编辑的南京文联刊物《文艺》在“毛主席
的文艺方向”已被宣布为新中国的“唯一的方向”
后，依然对《讲话》视若无睹，高调谈论“坚持列宁
的文艺原则”，认为“研究列宁有关文艺的启示，
会使我们获得新的精神武装”(农菲 4)。与此同
时，《文艺》还特别热衷讲述毛泽东所反对的“抽
象的人性”，尤喜欢将革命放到人性“炼炉”上去
“煎烤”，譬如《恩情》(以母杀子)、《兄弟》(以弟
杀兄)甚至《柳堡的故事》屡屡将革命置于破坏人
性、反伦理的位置。其二，冀中版“新的人民的文
艺”。冀中作家或许更“准确”地理解了《讲话》，
他们主编的刊物(如《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欢迎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
实实的文艺作品”(孙犁 97)，而不追求《文艺报》
孜孜念之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只是老老实实
与习作者讨论怎样观察，怎样描写，怎样遣词造句

以及怎样造成“风格”等技术话题，所刊作品也多
是“一个小小故事，一个小小女性情感的激动”
(萧来 4)。其三，晋西南版的“新的人民的文
艺”。出身此地的赵树理、王春、苗培时、章容等
作家与主流延安文人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
解几乎背道而驰。赵树理极为认同《讲话》关于
“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的论述，而冯雪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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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艾青等其实不太以为然(冯通过《文艺报》暗
中破坏了毛泽东 1951 年关于刊物通俗化的要
求)，赵树理对《讲话》本质化要求缺乏认识而“本
质”、“规律”等概念正是《文艺报》整饬话语秩序
的“利器”。这些差异使《说说唱唱》及《工人日
报》、《新民报》文学副刊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与多数党的刊物都不甚“搭界”，而更多地包含着
农民审美经验自身的“文学”价值及其现代化
转型。
以上三种不同“版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兼之前述四种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复活或
寄生的旧“成分”，都可说是由于代理人制度而产
生的当代文学内部的差异性。这些倾向所代表的
刊物和作品，几占当时文坛半壁江山。这使当代
文学在所谓“一体”的内部事实上纠结、涌动着不
同的文学成分和话语方式，甚至埋下了众多流派

“萌芽”的可能。这意味着，尽管存在社会主义所
有制的管控，但难以摆脱的“代理人困境”依然可
以使这种种“成分”并存相持，并以有限的竞争造
就当代文学“万物花开”的景象。然而，这种可能
并未变成充分的事实。何以如此呢? 这涉及报刊
体制中第三重隐而不彰的因素———派系主义。

三、派系主义与文学的意识形态衰变

当代文学研究者每每遗憾于甚至愤然于毛泽

东对文学的强力介入。的确，由现象看，当代文学
从初创期 (1949—1952 ) 的“芜杂”，到发展期
(1953—1957)的内部“竞争”，到 60 年代以后的
偏枯、萧条，毛泽东“左”的失误的确负有绝对责
任，但这般考虑真的穷尽了当代文学全部的内在

“病症”吗? 其实不然，其间实亦有知识阶层自身
的责任。不必讳言，当时许多报刊负责人(如丁
玲、冯雪峰、唐弢、张光年、陈企霞、康濯、刘雪苇、
施燕平、袁水拍甚至邵荃麟、王淑明、石天河等)
实皆派系中人，只不过由于“知识分子”一词在不
少研究者思维中已和“受害者”、“幸存者”等概念
同一化，而他们可能同时是“挟私报复者”、“任人
唯私者”、“排斥异己者”的事实就往往被无意识
“遗忘”。然而恰如 1954 年胡风的忧患之言———
报刊已陷入“一层又一层的小领袖主义”、“有力
的作家们进行了对于这些刊物的争夺战”(355)。
此类“争夺战”背后的派系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发

展其实造成了莫大损害。可以上海《文艺月报》
对“胡风派”的围剿为例分析。

1953 年 6 月，《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在编委
会上提出要刊发两篇批评耿庸《〈阿 Q 正传〉研
究》的文章，理由是“论点很有问题，并对雪峰作
了无原则的谩骂”(夏衍 136)。此说初看颇为严
正。的确，耿庸批评了冯雪峰在瞿秋白两期论基
础上发展出的完整的“鲁迅论”。耿庸(包括胡
风、王元化等)认为，冯的鲁迅研究暗含一个问
题:即承认鲁迅经过了《讲话》所要求的“思想改
造”，无形中利用鲁迅证实了《讲话》的正确，而这
被胡风等视作对鲁迅的背叛。不过对此层用意，
耿庸并未在书里写出。书中正面论证的，主要是
鲁迅从一开始即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此说不
免怪异，但胡风、耿庸既欲取消有关鲁迅“变化”
(改造)的论点，又不能否认鲁迅最后已成为马克

思主义者的权威结论，就只能让鲁迅提前“成
熟”。单从理论上讲，耿庸的论点的确“很有问
题”，但这是否意味着应该予以公开批评呢? 冯
雪峰本人就未公开回击。因为同为“鲁迅弟子”，
冯雪峰对耿庸以及耿庸背后的胡风派不免惺惺相

惜。倘若一加反驳，抓住耿庸的理论“软肋”不
难，但势必会将耿庸隐藏着的对抗《讲话》的真实
想法“曝光”。然而唐弢选择了批评。那么，唐弢
此举真的出于对于“真理”的热爱吗? 非也，其实
很大程度上出于报复。据唐弢自述，1952 年他编
印《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刘雪苇“授意罗洛执
笔”，批评该书说明前后不符，断定态度“不严
肃”，不应该“胡乱出版”，结果导致新华书店拒绝
进货(唐弢 45)。而在 40 年代，他与耿庸更有过
难以释怀的笔墨“官司”。这些意气纷争使唐弢
选择了报复。这引起了唐弢与上海胡风派的矛
盾。在夏衍强力支持下，唐弢不但刊出两篇批判
文章，而且还将刘雪苇被清理出了《文艺月报》编
委会。不久后，又解除了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
长一职。唐弢彻底执掌《文艺月报》大权后，更进
一步发动了对“胡风派”的围剿(“胡风派”反批评
则无法刊出)。这些“围剿”文章与其说在论理析
文，不如说在网罗罪名。由上述事件可见:一，唐
弢本人以撰“鲁迅风”杂文而知名，对意识形态应
该不是太信从，但为了“击垮”私敌，他不惜以《讲
话》为工具，以《文艺报》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利用
《文艺月报》向耿庸、阿垅、冀汸等“胡风派”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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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攻”;二，唐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需要发表这
些文章，相反，他是排除阻力(刘雪苇、彭柏山等)
发表了这些罗织罪名的文章。派系恩怨在此导致
了可怕而危险的后果———它主动引导政治逻辑
“侵犯”文学事业，几如“引狼入室”。
遗憾的是，在当年报刊负责人中，类似“复

杂”人物比较普遍。作为作家或评论家，这些文
人都有独到造诣，但作为主编他们往往又以派系

利益作为行动准则。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曾
屡屡点名和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的人”(夏衍、赵
树理等)。那些批评大都借用《讲话》名义，但其
动力却往往在于“胡(乔木)、周(扬)之争”中的
权力收益。这种派系主义批评对赵树理的通俗化
实践构成了严重破坏。而“周扬派”人物张光年
接任《文艺报》主编后，又反过来刊发批评丁玲的
稿子。1959 年，郭小川不愿再追随周扬党同伐
异，《文艺报》就出现了批判《望星空》的文章。在
此过程中，《文艺报》、政治意识形态实皆沦为派
争工具。遗憾的是，此类情形尚可大规模地开列。
譬如，王淑明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上
对《桑乾河上》的批评，陈企霞在《文艺报》对裘祖
英的批评，罗石在《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上对夏
衍的批评，张禹在《文艺报》上对夏衍的批评，唐
挚在《文艺报》上对周扬的商榷，邓友梅等在《文
艺报》上对《说说唱唱》不依不饶的批评，候金镜
在《文艺报》上对路翎小说的批评，《人民日报》对
丁玲、冯雪峰乃至夏衍、周扬的批判，《朝霞》和
1976 年复刊以后的《人民文学》上的多数评论文
章。这些批评，当然有文学论辩自身的因由，但在
不同程度上与人事恩怨、门户意气甚至政治斗争
都存在说不清楚的关联。而为获得政治 /道德
“制高点”，这些批评总是把《讲话》及教条化的马
克思主义概念当做“用来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
药库’”(詹姆斯·卡伦 301)，使文学底线屡屡被
政治突破。此一特点，被海外研究者归纳为“强
调意识形态”的“共同不变的模式”:“为了辩护自
己的路线正确，不惜一头栽进‘马、列、毛’的原典
或全集中，截取合乎自己所用的只字片语;亦即拿

断章取义的教条来合理化自己的路线”(苏嘉宏
166-67)。应该说，这种做法历来被丁玲、张光年、
张春桥、姚文元等不公开地奉为“不二法门”。他
们以此待人，也被人以此待之。不难想象，此种行
为模式必然危及当代文学内在的异质性和多层

性，引发其意识形态衰变。
不过，从理论上讲，当代文学报刊体制的派系

主义之弊未必一定会导致文学沦陷于政治。一则
人以类聚，利益、观念以及部属关系、师承关系、地
缘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派系分立之势在所

难免，二则文学派系实际上也可表现为文学流派。
譬如新文学历史上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又何曾
少呢? 然而语丝社、创造社、新月社等并不被人贬
为“派系”，而被视为有效地组织、提倡并实践了
特定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流派”。那么，二者
区别何在? 丁玲“文革”以后痛定思痛地说:“从
20 年代就有宗派，当时是由共同志趣结成的小团
体，这不是坏东西。但从什么时候‘宗派’成了可
怕的坏东西了呢? 恐怕是手里有了权，再搞宗派

主义，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讲一点”733)。
可见，流派一旦与政治权力结盟，就会产生派系

(宗派)，而建国以后大量文人正好掌握了体制权

力。而且，派系斗争若欲取得胜利，还须与高层阶
权力持有人营造私人关系。因此，道德水准较低
的人取得成功的概率更大，“劣币驱逐良币”遂成
不易之则。这种权力斗争机制可谓不祥之兆。它
表现在:一，在 1949—1976 年间围绕报刊的“有力
的作家们”的“争夺战”中，所发生的主编权更替
几乎全部是“劣币驱逐良币”。譬如，《人民文学》
最初党内负责人艾青本属吟酒啸歌之徒，对政治

不太上心，但在 1952 年初他被需要扩大“地盘”
的胡乔木安排丁玲取代，又如对《讲话》暗持“不
同意见”的冯雪峰 1954 年底因“小人物事件”被
毛泽东借故“整顿”，于是周扬安排长期趋随自己
的张光年和“勇”于揭发丁玲的康濯入主《文艺
报》。诸如此类的人事变更，必然带来报刊“文
学”质素的劣化。而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
间及以后，作为对仕途往往有所热衷的“劣币”，
新负责人多会使用派争中的“意识形态模式”，致
使文学报刊逐渐被种类繁多的“本质”、“规律”、
“共产主义”等概念所填充，并趋于“积极分子
化”。如丁玲接手《人民文学》后，竟然在此国家
级刊物上大量发表铁厂、棉纺厂、纱厂、解放军战
士的习作，且推出了时事化的“三反、五反创作
辑”、“志愿军诗特辑”、“世界诗人为和平而斗争”
特辑。王亚平接手《说说唱唱》后，第一时间不点
名地批评赵树理“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或放弃了思
想领导”(5)，并大量选登配合政策的说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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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累接手《星星》后，就将之从“给学生看”的高端
刊物下调为以“工农兵”为对象的政治刊物。
派系主义“潜规则”导致的当代文学中“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不仅指刊物负责人的更迭，同时
也会导致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文学成分和话语力量

之间的“驱逐”现象。历史地看，1949 年后社会主
义所有制逐渐挤压并最终“清空”私营同人刊物
以后，左翼、右翼、鸳蝴等各种文学传统就丧失了
“领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学“一体化”
趋势。然而“代理人困境”的普遍存在，仍然使当
代文学呈现为“一个被争夺的领域”(鲍尔德温等
141)，各种“异质成分”和不同版本的“新的人民
的文艺”在“一体化”表象之下彼此竞争、相互否
定又相反相成，并形成生机勃勃的有限竞争局面

(“百花文学”是其典型气象)。遗憾的是，由于派
系主义“在中国就像美国的苹果馅饼那么普遍”
(罗斯·特里尔 176)，兼之单位体制的“催化”作
用，当代报刊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地“抹除”了其四
处潜伏的摩擦、竞争和冲突，而在“强调意识形
态”的“共同不变的模式”(苏嘉宏 166-67)的驱使
下，日渐消灭了当代文学内在的“芜杂”与张力，
几乎是不可逆地将“新的人民的文艺”带向“无产
阶级文艺”，甚至带向帮派文艺。这是当代文学
发生、发展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内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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